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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日本時代臺灣陶瓷歷史的研究最大的問題在於文獻資料的不足，使

得研究經常遇到開天窗的窘境。南投陶瓷發展的研究也出現同樣的問題。現

在能看到的文獻資料就只有幾篇而已，而且內容大致雷同，顯見是同一來源

的傳抄。如果有較多的資料，必可 補厥漏。

南投陶的起源甚早，在現存日本時代的文獻資料中，都提到南投陶創始

於嘉慶元年（1796），是臺灣最早製作陶瓷的地方。南投陶從清代以來，即

以陶缸、陶甕與陶缽等傳統陶器為主要產品，並以精美的信仰陶器如香爐、

香筒（圖1）、薦盒、筷筒等聞名全臺。到了日本時代，才在日籍技師的技

術引進之下，生產具有日式風格的朱泥陶（圖

2）與樂燒陶（圖3），為南投陶注入一股新的

氣象。目前有關朱泥陶與樂燒陶的文物在有志

的學者專家努力之下，已經有豐富的文物資料

可供參考與研究，然而對於這些文物的來源卻

仍是一團迷霧，我們所知十分有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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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時代的文獻中，最早提到南投燒發展的人是任職於總督府殖產局

特產課的古賀貞二，他在《臺灣時報》上發表〈臺灣の陶器業〉1文，分上

下兩期刊登，文中開頭即介紹南投的沿革史，指出明治31年（1898）南投辦

務署長矢野武平致力於產業的開發，策劃改良南投燒。明治34年（1901）11

月，南投廳長小柳重道繼承前任者的方針，向總督府申請補助金，設立技術

者養成所，從日本聘請技術者龜岡安太郎前來指導，改良製品，擴張銷路，

使南投燒一時名聞中外。1同年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製〈陶磁器ニ關スル調

查〉，其內容與前文差異不大。2其後，任職於總督府中央研究所的服部武

彥於1935年所撰〈臺灣の陶業〉3
1文（本文後由蕭讚春與蕭富隆翻譯為〈臺

1　古賀貞二，〈臺灣の陶器業（下）〉，《臺灣時報》，第125期（1930年4月），頁103-104。
2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陶磁器ニ關スル調查〉，《商工彙報》，第3號（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
局，1930年），頁89。

3　 服部武彥著，蕭讚春、蕭富隆譯，〈臺灣的陶業〉，《臺灣文獻》，第43卷第1期（1992年3

月），頁9-16。譯自〈臺灣の陶業〉，原文載於竹本伊一郎編纂，《臺灣經濟叢書》，3（臺北：
臺灣經濟研究會，1935年），頁10。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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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陶業〉，發表於《臺灣文獻》）；遠藤東之助1935年著有《臺灣の代表

するもの》1書；4南投郡役所1939年發行之《南投郡管內概況》；5以上4份

論著都提及南投陶發展概況，內容都大致相同，顯為同一資料來源的傳抄。

這樣的說法為戰後研究南投陶發展史的學者所接受，並加以引用。包括

顏水龍《臺灣工藝》、6江韶瑩〈臺灣早期陶藝發展小史〉、7簡榮聰〈南投

陶瓷的歷史沿革與發展〉、8蕭富隆《泥土的故事——南投陶發展與變遷概

要》、9梁志忠〈南投陶沿革〉，一直到2010年梁志忠的碩士論文〈南投陶

歷史沿革與文物藝術特徵〉等，10都持同樣的觀點，認為日本時代殖民政府

為了發展南投陶器產業，成立「技術者養成所」，並從日本聘請龜岡安太郎

前來指導，結果收效很大，使得南投燒遠近馳名。由於這些日本的官方文獻

都沒有提及龜岡安太郎到南投時活動的狀況，更沒有提及他曾經在陶瓷廠內

工作，因此簡、蕭、梁3人在他們的論著中，都把現存日本時代南投燒的文

物都認為是劉樹枝11所經營的「協德陶器工場」所生產。這些觀點都幾乎已

成為有關日本時代南投陶瓷發展史上的定論。

筆者過去也對此種論點深信不疑，直到2011年到常滑從事研究調查時，

從龜岡安太郎的孫媳婦龜岡美智子12處取得龜岡安太郎在臺灣時的幾份重要

4　遠藤東之助，《臺灣の代表するもの》（臺中：臺灣新聞社，1935年），頁52。
5　 南投郡役所，《南投郡管內概況》（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影印版1939年南投郡役所版），頁

91-92。
6　顏水龍，《臺灣工藝》（著者發行，1952年），頁76。
7　 江韶瑩，〈臺灣早期陶藝發展小史〉，《紅磚拾遺遺──臺灣磚燒文物專輯》（彰化：左羊，

1992年），頁7。
8　簡榮聰，〈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發展〉，《臺灣文獻》，第43卷第4期（1992年12月），頁17。
9　 蕭富隆，《泥土的故事──南投陶發展與變遷概要》（南投：南投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頁

17。
10　 梁志忠，〈南投陶沿革〉，收入南投縣立文化中心編《南投陶二百年專輯》（南投：南投縣立文化
中心，1995年），頁6；梁志忠，〈南投陶歷史沿革與文物藝術特徵〉（彰化：大葉大學設計暨藝
術學院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10年），頁27。梁志忠有關南投陶沿革的文章有多篇，分別刊載於
不同的論著中，論述大致相同。

11　 劉樹枝（1886─1961）南投街人，曾隨龜岡安太郎學藝，後來創立協德陶器工場，以生產精緻的
陶器作品聞名。

12　 龜岡安太郎的孫子，美智子的先生，龜岡和正已在2010年元月往生，因此筆者只見到美智子。美
智子原名惠美子，後改名為美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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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件時，才發現這種定論是有問題的。從新獲得的文獻資料中，知道當

時有一家「南投陶器所」或稱「南投陶器製造所」，是龜岡安太郎前來指導

的窯場。由於日本的官方文獻不提此事，戰後的學者也都不知道有此一家陶

瓷廠，才會完全接受日本時代官方的說法，未加質疑，因而導致錯誤的論述

發生。本文的主要目的在將有關「南投陶器所」的相關文件資料內容整理後

發表，並將此資料與過去舊有的文獻與論著作一比對，以期釐清、修正並補

充日本時代南投陶發展的重要問題，供學界參考。

筆者於2009年6月27日首次到日本常滑作初步的調查研究，在常滑市民

俗資料館館長中野晴久的協助之下，初次見到龜岡美智子。由於事先沒有

任何信息，無法事先聯繫，加上時間匆促，因而沒有取得什麼資料，只是

作禮貌性的拜會而已。2011年9月10日再度到常滑龜岡府上，龜岡美智子出

示幾份重要的文獻資料給筆者，筆者將這些文件拍照後帶回來作為研究資

料，成為本研究的主要內容。這些資料中，除了龜岡安太郎生平資料之外，

與南投陶器所有關者有4份文件：《南投陶器所定款》、《南投陶器所沿革

述及收支決算書》、《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

書》、與〈南投燒廣告〉等。其中，《南投陶器所定款》是南投陶器所的成

立章程，由於上面沒有日期，只能根據此陶器廠成立的時間，判斷為明治

32年（1899）的文件。《南投陶器所沿革 述及收支決算書》是明治35年

（1902）南投陶器所向相關主管單位提出的的營業報告書；《明治三十七年

四月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是明治37年（1904）的營業報告

書；〈南投燒廣告〉則是明治36年（1903）南投陶器所所發行的廣告文宣

品。由於龜岡安太郎在明治37年（1904）返回日本，因此在這年之後有關南

投陶器所的資料乃告中斷。

本論文的研究只是很單純地解讀這幾份文件，經過綜合整理後，描繪南

投陶器所沿革史的主要輪廓。再將它們與日本時代的文獻資料及戰後學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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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作對比，以突顯過去文獻資料與研究上的問題，並提出較為正確的史實

與觀點。

此四份有關「南投陶器所」的原始文獻資料的內容概要如下：

〈南投陶器所定款〉（圖4）是南投陶器所成立的章程，內容中並沒有

提到工廠成立的日期，只能依照後面兩份資料所敘述的內容，知道「南投陶

器所」成立於明治32年（1899），因而判斷這是1899年工廠成立時的文件。

這份文件是鋼版刻字的油印本，封面用毛筆書寫「南投陶器所定款  龜岡安

太郎」，表示這是交給龜岡的資料。文件包括封面共有8頁，用紙繩穿洞裝

訂。不過這個文件的日期還有討論的疑點。從文件的封面上有龜岡安太郎的

姓名看，它的確是發給龜岡的文書資料。然而依據日本時代文獻資料與龜岡

安太郎自己提出的〈履歷書〉，龜岡來臺的時間是在1901年，為什麼他會擁

有在此年之前的成立章程？這種時間上的落差目前筆者還沒有辦法提出合理

的解釋，有待未來繼續努力。

本「定款」是於工廠成立時，向股東集資募股的說明文件。全部的內

容共分5章30條，成為理解南投陶器所的重要文件。第1章「總則」，說明

工廠定名為「南投陶器所」（第1條），其成立的目的在於養成職工（即

司阜），13製造并販賣陶器、土管、煉瓦（按：即紅磚）等（第2條），成

立的地點在南投廳牛運堀庄，並可設分店或販賣商（第3條），投資的股東

以股東名冊登記者為限（第4條）。第2章「資本金」，說明工廠的資本結

構，全工廠的資本金為3,000日圓，分為100股，每股股金30圓（第5條），

13　「司阜」為「師傅」的臺灣本地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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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規定持股憑證（第6條）、增資的程序（第7

條）、股金繳納期限（第8條）、股權轉讓規則

（第9條）、股權繼承辦法（第10條）、股東

的權利（第11條）、股票遺失或損毁的補發辦

法（第12條）等，都屬於股金的運作準則。第

3章「職員」，規定陶器所設置董事與賬房各1

名，辦理工廠業務（第13條），制定各職員的

產生方式、任期、補缺、酬勞、職責（第14條

至第20條）等人事運作的準則。第4章「股友總

會」，即股東大會，規定每年的開會日期，臨

時股東大會召開的準則，開會的程序與議事規

則等工廠的運作準則（第21條至第25條）。第

5章「會計以及配當金」，規定工廠資金的計

算、運用、以及純益的分配等原則（第26條至

第30條）。14

第2份文件〈南投陶器所沿革 述及收支

決算書〉（圖5）是明治35年（1902）度南投

陶器所的營業報告書。內容是由毛筆書寫後，

用曬藍圖的方式複製，封面用毛筆書寫「南投

陶器所沿革 述及收支決算書」。全文件包括

封面共有18頁，用紙繩穿洞裝訂。

本文件的主要內容是從明治32年（1901）4

月到明治33年（1902）7月南投陶器所主要的營

14　南投陶器所，〈南投陶器所定款〉（南投：南投陶器所，約1899年）。

4

1899

5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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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概況報告。報告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1部分先敘述工廠成立後的經

營狀況，第2部分再報告該年度的營業概況。對於工廠成立的經緯的內容大

要為：

從明治32年（1901）年4月，南投地方人士吳銘九、曾長茹、吳逸卿、

施學賢、簡榮福等5人為了改良南投燒，共同出資270圓成立「南投陶器

所」。然而由於技術欠佳以致發生虧損。明治33年（1902）12月，由兩位日

本人加藤信次郎與青森秀松加入股東，兩人出資150日圓，加上其他新股東

加入，增資為543圓，但經營績效仍然未見好轉。

明治34年（1903）1月臺中縣派遣陶器業教手1名，前來輔佐事業。這份

文件只提到「教手」1名，並未提到龜岡安太郎的姓名，然而從官方文獻資

料可知，此教手當然是龜岡。配合龜岡教手的到來，地方人士黃春帆、洪玉

麟、林紹仁、施學曉、吳群英、李春盛等6名又再出資265圓，作為教手的事

業試驗費及其他準備金。在龜岡到來之後，同年2月工廠已經見到產品的製

出，經營狀況才告好轉。因此在此年4月新建陶器工場1棟，並有兩位本島

人15「徒弟」進入工廠。

1903年5月，因為臺中市區改正（都市計畫）的工程實施，需要用到陶

管，因此臺中縣知事木下周一派書記官前來，命令南投陶器所務必製出陶

管，允諾在資金、設備、職工之養成、預估期望的利潤等方面給予協助，並

承諾將來市區改正工程所需的全部土管，都由本陶器場製造。由於臺中市區

改正工程將繼續5年，都會購買所需的陶管，前景看好。因此在當年6月以

吳銘元等9人的名義，向公部門申請補助金1,000圓，並募集新股東，得到新

資金二千二百餘圓。以此資金新築土管工場2棟，聘請日本內地的陶管技師1

人，本島人徒弟10人進入工廠，傳習技術。資料中並沒有提到這位新聘陶管

技師的姓名，因而不知道其間的詳情。

同年10月，整體設備加以整頓，專門用於土管的製造與燒製。11月，

15　「本島人」為日本時代用語，意指臺灣本地人，與「內地人（日本國內人民）」為相對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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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縣（政府）與南投陶器所「總代」16吳銘元簽訂陶管買賣契約；另一方

面，又與臺中大墩街旭商店簽訂販賣陶器的契約，並提供無息資金貳百圓，

用於陶器方面的製造。然而由於技術不成熟，製品發生廢損，燒成率不到五

成，致使交貨發生困難，乃至有違約的問題發生，經營仍然不順利。

文件的第2部分為〈南投陶器製造所收支計算書〉，敘述明治3 2

（1899）4月到明治35年（1900）7月30日17陶器品製造所之收支決算書、損

益勘定（即結算）表與新年度的收支計畫。收入的部分總額為10,526圓51錢

7厘；「支出之部」總額為8,136圓77錢1厘；與其他收支相抵後盈餘為1,204

圓86錢2厘。在損益結算表中除了庫存品與原料值之外，列出「工場五棟與

其他附屬工場」。

比較有趣的是在文件最後列出工廠出資人名冊以及出資金額一覽表。依

照此表，工廠股東計有濁水庄吳群英、土城庄黃春帆、南投街吳銘元、草鞋

墩街李春盛、營盤口庄簡清同、臺中廳卞雅頭街蔡燦雲、南投廳內龜岡安太

郎、南投街吳逸卿、南投街簡榮福、皮仔寮庄陳德馨、草鞋墩街李昌期、新

庄洪玉麟、南投街施學賢、龍眼林庄李德六、新街陳維城、內轆庄曾長茹、

南投街青森秀松、南投街加藤信次郎、鄉親寮庄廖水玉、頂茄老庄洪聯魁、

月眉庄林紹仁、臺中有田喜一郎、臺中長沢 三郎、半山庄張汝忠、內轆庄

阮仰山、龍眼林庄廖正欉、新庄洪夢元、北投埔林倚錐、草鞋墩庄林天龍、

八北仙庄廖正談、牛運堀庄林天地等31名。其中出資最多的人是蔡燦雲，持

有十股半股權，其餘為吳群英、黃春帆、吳銘元、李春盛、簡清同、簡茂

林、蔡春海與龜岡安太郎等人，各有5股。值得注意的是股東之中有5個日本

人，都參與南投陶器所的經營，其中包括龜岡安太郎在內。這些內容對於南

投陶器所成立之初的經營狀況有很詳細的描述，對於股東的成員也有基本資

16　 依〈南投陶器所沿革 述及收支決算書〉原文照錄。文件中未指出工廠負責人之姓名，只在此部
分提到吳銘元的身分為「總代」，其意應指負責人之類的職稱。

17　 原文如此。至於為何是3個年度的營業報告書，原因未明，只知道它是工廠成立最開始的3年營
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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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成為很重要的參考資料。18

第3份文件是〈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

（圖6）是南投陶器所明治37年（1904）的營業報告書，期間從明治36年

（1903）4月1日至次（1904）年3月31日，是南投陶器所成立以來第3回的營

業報告。本文件是用鋼版刻字的黑字油印

本，封面用毛筆書寫「明治三十七年四月  

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文

件連封面共有12頁，用紙繩穿洞裝訂。其

內容為當年度的營業績效、收支計算書、

財產目錄及資本金額表，最後附錄為出資

股東名冊及其出資額。

在一般事務處理的概要方面，文

件指出南投陶器所從1903年開始，每個

月都將收支計算書呈報給南投廳。在經

營成績方面，陶器所以陶管與陶器參加

1903年3月1日到7月31日，由農商務省在

大阪天王寺公園舉辦的第5回內國勸業博

覽會，得到三等賞及褒狀。臺灣的陶瓷廠

能以作品參加當時日本全國性的博覽會，

又能獲得大獎，成績相當亮眼，也被經營者視為莫大的榮耀。

同年5月前，分別與臺中大墩街有田喜一郎取銷1年期的販賣契約，而與

南投街羅金海另立新約。同年5月新建陶器所附屬的陳列所倉庫以及宿舍兩

落。10月有「徒弟」3名志願入所，學習製陶技術。明治37年（1904）1月合

股人青森秀松以股金75圓交與吳銘元。

18　南投陶器所，〈南投陶器所沿革略述及收支決算書〉（南投：南投陶器所，1902年）。

6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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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營業概況方面，文件指出在前一年工廠第2次結算後，陶器部培訓

「徒弟」成為重要的工作，同時製造本島人所用之食器（餐具）。在陶管方

面只有少數賣給地方人士，這似乎暗示著陶管的燒製並不順利，所以沒有賣

給地方政府。紅磚方面，因為前一年公部門興建廳衙所需，燒製二十萬餘塊

供應，獲利800圓，寄存於吳銘元處，作為公積金應用。前一年的燃料薪柴

雖然漲價達5成以上，但製造紅磚有獲得適當的利益。

在收支計算書部分，當年總營業額達7千6百餘圓，收支相抵後，純益為

4千6百餘圓，獲利率超過4成5，也超過公司的資本額，經營狀況相當良好。

報告書中有「財產目錄」1節，內容除了現金、產品與原料價款以及機械設

備的價金之外，還列出陶器所的不動產建築計有窯場兩處、工場5落及附屬

建築、陳列所倉庫、以及宿舍2落。報告書最後依例列出出資股東名冊及出

資額一覽表，當年度的股東計有濁水庄吳群英等29名，與前1文件中的股東

成員大致相同，但是減少了兩人，而吳沛霖首次列入股東名冊中。19

〈南投燒廣告〉（圖7）為鉛版印刷單頁廣告文宣品。其內容分為兩大

部分，右邊前半部是「南投燒廣告」，左邊後半部是「南投燒沿革書」。

「南投燒廣告」部分的內容指出南投燒具有品質優美，堅牢高雅，適於

實用等優點，適合作為禮品及土產品。接著提出產品的種類及其特點，指出

其茶器類製品使用過後，永保美麗，顯現光澤，頗為雅致。花缽類栽培花卉

草木最為適合，受到愛蘭人士的讚賞。花瓶與擺飾物作為室內裝飾品頗為雅

致，是最適合的禮品。食器類產品價格低廉，優美堅固實用。陶管類產品質

地堅固，適於用於暗渠以及下水道排水。南投燒產品參加第5回內國勸業博

覽會展覽，榮獲三等獎獎牌及褒狀。最後指出其產品市場由南投街羅金海販

賣，在南投街、臺中、彰化、鹿港、北斗、嘉義、斗六、林圮埔（今竹山）

19　 南投陶器所，〈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南投：南投陶器所，
1904年）。



143

等地設有特約販賣店。

7 1903

本文件的第2部分是「南投燒沿革書」，指出南投燒陶器遠自清朝道光

初年開始，生產糖瓶（糖漏）、水瓶（水缸）、（樟）腦瓶20等製品。地方

人士吳銘元與施學賢等人於明治32（1899）年4月，為了改良其品質，並提

供當地居民就業機會，合資組成「南投陶器製造所」。由於設備技術不佳，

又無法招募到從業員工等因素，因而造成虧損的不幸命運。幸而受到當時南

投辦務署長矢野武平的協助，向縣廳申請補助。明治34年（1901）1月縣廳

派遣教師負責職工徒弟的養成訓練。其間幾經障礙，在當時南投廳長小柳重

20　 此處的「瓶」日文應讀作「かめ」，與漢字字義不同，指的是陶甕類的製品。見中野晴久，〈近
世末期の常滑における「瓶仲買眾」について〉一文，《常滑市民俗資料館研究紀要，Ⅲ》（常
滑：常滑市教育委員會，1988年），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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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熱心獎勵之下，使經營逐漸趨於正常。文件最後署名「明治三十六年  

南投陶器製造所敬白」（1903年）。

這方面的內容與前一年（1902）〈南投陶器所沿革 述及收支決算書〉

有關「南投陶器所沿革 述」部分的內容相近。21

以上4份文件提供了幾個重要的訊息。這4份文件不僅有南投陶器所的成

立章程，還有兩年度的營業報告書，而〈南投燒廣告〉則說明南投陶器所曾

經努力地行銷自己的產品，可見「南投陶器所」的確存在的事實。

筆者還從龜岡惠美子那裡看到兩份手寫的〈龜岡安太郎履歷書〉，在

此分別稱為〈履歷書（一）〉（圖8）與〈履歷書（二）〉（圖9）。〈履歷

書（一）〉是1901（明治34）年9月6日龜岡初到臺灣時，提交給臺中縣知事

木下周一的個人履歷資料；〈履歷書（二）〉則是他從臺灣回到日本之後，

向常滑有關單位所提出的個人資料。〈履歷書（二）〉上沒有記載文件本身

提出的年代，但從其敘述最後資歷的內容推斷，此一文件提出的年代當在明

治38年（1905）返回日本之後不久。兩份〈履歷書〉都提到龜岡於明治33年

（1900）12月31日被任命為臺中縣陶器業教手，而在〈履歷書（二）〉中又

提到他被任命為「南投陶器製造所」勤務。

21　南投陶器所，〈南投燒廣告〉（南投：南投陶器所，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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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兩份都是臺中縣廳於明治33年（1900）12月31日所發給辭令（類

似今日之聘書、委任狀），其一是任命龜岡安太郎為「陶器業教手」（圖

10），其一則任命他擔任「南投陶器製造所勤務」之職（圖11），其內容與

龜岡的〈履歷書（二）〉相同，可視為文件上的證據。22

22　 〈龜岡安太郎履歷書（一）〉（手稿，1901年9月6日，未出版）；〈龜岡安太郎履歷書（二）〉
（手稿，約1905年，未出版）；臺中縣，〈龜岡安太郎陶器業教手辭令〉（臺中縣，1900年12月
31日，未出版）；臺中縣，〈龜岡安太郎南投陶器製造所勤務辭令〉（臺中縣，1900年12月31
日，未出版）。

8 1901

9 6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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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龜岡安太郎在南投時的「徒弟」中，劉樹

枝、林俊達與簡錫珠等3人，在他離臺之後，都曾寫

信給他，表達思慕懷念之情。其中林俊達在明治37年

（1904）10月30日寫給龜岡書信的信封上寫的地址，也

是「臺灣南投廳南投陶器所內」。（圖12）

從以上的資料都證明同一件事：當時南投牛運堀

的確有1家「南投陶器所」或稱「南投陶器製造所」的

陶器工廠存在，這家陶器工廠就是龜岡安太郎服務的場

所。尤其是兩個年度的事業報告書，證明陶器所的成立

確有其事，而官方派令文書更是明確的證據。

10

1900 12 31

11

1900 12 31

12

1904



147

（一）工廠的沿革

綜合4份文件可知，南投陶器所成立於明治32年（1899）4月，主要的

創始者有吳銘元、曾長茹、吳逸卿、施學賢、簡榮福等5人。由於技術不成

熟，發生虧損，因而在次（1900）年工廠增資改組，有青森秀松與加藤信次

郎兩位日本人及其他地方人士共同參與投資，但經營狀況仍然沒有起色。明

治34年（1901）向縣廳申請補助，在南投廳長小柳重道的獎助之下，才免除

了拮據經營的窘境。同年臺中縣派遣陶器業教手龜岡安太郎，前來輔佐事業

並培訓員工。經由龜岡的技術指導之後，工廠的經營才告起色，並敢於增資

新建廠房。因此，龜岡安太郎是南投燒技術最重要的引進者。

（二）主要的股東

南投陶器所的股東約有3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的人物到目前為止，只能

查到四人的生平資料。其中有3位吳姓人士，都是南投名間鄉「延陵宗祠」

吳姓家族的後裔。吳銘元（1854-？）在《南投縣人物誌稿》稱他是南投堡

茄苳腳（今南投市嘉興里）人，生於咸豐4年（1854），自幼力學為秀才，

稍通經史百家，設塾於南投街，訓詁童蒙，樂善好施，頗孚眾望。日據初授

南投辦務署參事，治蹟不尠。明治35年（1902）授佩紳章。23由此可知，吳

銘元曾參與地方事務。從這幾份南投陶器所的文件資料中看到，南投陶器所

由吳銘元為代表，與臺中縣簽定供應陶管的合約，日籍合夥人青森秀松將股

金交付給他，而工廠的公積金也由他保管。由此判斷，他應該就是南投陶器

所對外的負責人。

在〈南投陶器所沿革 述及收支決算書〉以及〈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南投

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的後面都有股東名冊，其中排名第1位的都

是濁水庄的吳群英。筆者於2013年10月28日到南投名間鄉吳姓「延陵宗祠」

調查時，知道他是名間鄉濁水村人，在地方上是個望族，曾經是當地信仰中

23　劉枝萬，《南投縣人物誌稿》（南投：南投縣政府，1962年6月），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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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福興宮媽祖廟的重修委員。在福興宮還保留一個「聖德配天」的匾額，落

款日期是「明治24四十年蒲月吉日」，以及「重修首事吳羣英清在吳固金端

粗皮劉德仝叩」。在幾位重修委員人名中他列為第1位，說明他在地方上的

地位。又據福興宮廟祝說：吳羣英的後代大都移居美國，這家廟宇前面廟埕

的土地是向吳羣英的後代購買的，可見他財富的一斑。然而當地的人士都指

出，吳羣英沒有經營過陶器工廠。由此判斷，他在南投陶器所中，完全是一

個投資者，而沒有參與實際的經營。

另一位南投陶器所的股東是吳沛霖25（1888-1936），在地方上也是旺

族。他本來是南投街的人士，後來遷居名間。《南投縣人物誌稿》稱他：

「吳沛霖為沙連下堡湳仔（今名間鄉中正村）人，家本素封。及長，精於理

財之術，創辦彰南鐵路公司、南投輕鐵公司、湳仔信用合作社等，熱心公

益。1915（大正4）年授佩紳章。後任名間庄長，建樹不尠。」26這份資料

時間上比較晚，已談到他在名間的事蹟，而未提及他在南投街的經歷。岩崎

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指出吳略歷中有

。27

《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敘述南投市配天宮的歷史時，提到配天宮

於大正6年（1917）因街區改正，乃由林文智、吳沛霖、簡克長、吳智記、

高金知及其他五名倡首，遷建今址，並將後殿充作慈雲寺。28筆者於2013年

10月28日到南投市配天宮媽祖廟去作調查，看到廟前有「南投配天宮沿革」

碑，也記載1917年配天宮重建時，吳沛霖為重修委員之一，其內容與《南投

縣風俗志宗教篇稿》相同。可見他也是南投街有名望的士紳之一。

筆者於2013年11月13日在名間吳弘昌的協助之下，以電話聯絡上吳沛霖

的長孫吳煥京。吳煥京在電話中表示，他從來沒有聽父親說過吳沛霖有經營

24　匾額中「明治」兩字因為被塗抹而不清，但仍可辨識出為「明治」。
25　 吳沛霖在南投陶器所股東名冊中名字為「吳沛淋」，而在劉枝萬《南投縣人物誌稿》及配天宮碑
文中稱為「吳霈霖」或「吳沛霖」，本文依吳煥京口述採用「吳沛霖」。

26　劉枝萬，《南投縣人物誌稿》，頁85。
27　岩崎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年），頁383。
28　劉枝萬，《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南投：南投縣政府，1961年6月），頁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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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廠的經歷，因此對此事一無所知。吳煥京提及吳沛霖經營二水到南投的

彰南鐵路公司，以及濁水到南投的南投輕鐵公司。其中二水集集線的火車現

在還在行駛之中，而輕便鐵路在戰後臺糖公司的糖廠停工之後不再經營。吳

沛霖在南投時，可能經營過礦油行，與南投老陶師張土城所說的一致。吳沛

霖在日本時代已經搬到臺北定居，很少再回到名間。吳沛霖的侄兒吳棟龍也

沒有聽說吳沛霖經營過陶器廠之事，他成為南投陶器所應該只是純粹投資的

性質，並沒有參與實際的經營。他們都知道吳沛霖在日本時代曾經當過名間

庄庄長的事實。29

從以上3位吳姓人士的資料可知，南投陶器所的主要股東大都不是陶師

或陶瓷廠經營者之類的人物，而是地方上有名的士紳與望族，甚至是具有官

方身分的人。他們的投資可能都因為主事者看到他們的地位與財力，所以力

邀入股。然而他們都有自己的事業，所以不太在意陶器廠的經營，只是純粹

當個投資者。

南投陶器所的股東之一是龜岡安太郎（1872─1936）。從他的兩份履

歷書中知道，他生於明治5年（1872）9月25日，30是日本愛知縣尾張國知多

郡常滑町北條人。他於1887年從小學畢業後，進入當地的「常滑美術研究

所」，跟隨教師寺內信一學習。明治21年（1888）離開常滑美術研究所，

進入當地製陶名家渡邊由五郎門下，學習「小細工物」31的製作，成為他的

主要專長。明治26年（1893）繼承家業，從事陶器的製作與販賣。明治33

年（1900）12月31日轉到臺灣，擔任臺中縣陶器業教手及「南投陶器製造

所」勤務。龜岡安太郎在臺灣居留4年後，於明治37年（1904）10月回到日

29　 陳新上，〈臺北吳棟龍電話訪問紀錄〉（2013年10月27日）；陳新上，〈臺北吳煥京電話訪問紀
錄〉（2013年11月13日）。

30　 根據〈龜岡安太郎履歷書（二）〉，他出生於明治5年9月25日，但在他的〈龜岡安太郎履歷書
（一）〉中，他出生於明治5年1月。確實日期待考，但出生於明治5年應無疑問。他的卒年根據
寺內信一，《尾張瀨戶‧常滑陶瓷誌》（東京：學藝書院，1937年），頁150。

31　 所謂小細工物是常滑燒常見的名詞，專指小型的陶器作品，如花瓶、茶器、酒器、食器等，不同
於當地大型的陶管、陶缸、酒甕等陶器作品。參見瀧田貞一，《常滑陶器誌》（愛知縣常滑町：
常滑町青年會，1912初版，1976再版。），頁41；及柿田富造，〈近代博覽 に見る－常滑燒小
細工品の流れ〉，《常滑市民俗資料館研究紀要》，VIII（1998年），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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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後，進入常滑陶榮株式會社工作，其後再創立自己的事業龜岡製陶所。32

〈南投陶器所沿革 述及收支決算書〉和〈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

書〉的股東名冊中，龜岡安太郎都是工廠的股東，他所擁有的股權與創始股

東吳銘元等人的股權數相同，都投資225圓，股份有「七株（股）半」。這

些文件證明當時龜岡安太郎即是在「南投陶器所」工作，甚至還是工廠經營

圈的大股東之一。

從文件中也知道，在龜岡到南投時，南投陶器所已經有加藤和青森兩位

日本股東，並可能參與陶器的設計與生產。此外還有許多臺籍股東，可惜對

於這些日籍與臺籍股東的生平事蹟，目前還沒有他們的具體資料，因而對於

股東的組成仍然不清楚，有待未來繼續研究。

（三）窯場地點

〈南投陶器所定款〉文件中，第1章總則第3條中記載，南投陶器所設置

於南投廳牛運堀庄，至於實際的地點並未說明，但是從1904年的營業報告書

中知道這是一家頗具規模的窯場。龜岡安太郎的二弟龜岡義次郎戶籍登記資

料中的居住地址為南投廳南投堡牛運堀庄16番地。由於義次郎到臺灣的時間

晚於安太郎，依據劉案章口述，義次郎來臺之後，即住在安太郎的家。龜岡

安太郎來臺時間不長，應該沒有購置自己的房屋，可能就住在工廠的員工宿

舍，因而龜岡義次郎的住址應該即是南投陶器所工廠之所在，至少也離此地

址不遠。再者，若從下文「四、南投陶器所的後續發展」1節所述，則這家

陶器工廠即為後來的「南投製磁公司」，也就是位於今署立南投醫院後方附

近，原址應是清代南投陶「頭窯」的故地。

（四）主要的產品

綜合幾件文獻資料可知，南投陶器所的產品主要為陶管、紅磚與陶器3

大類。這些產品中，以紅磚獲利最多，在〈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南投陶器所第

32　 〈龜岡安太郎履歷書（一）〉；〈龜岡安太郎履歷書（二）〉；寺內信一，《尾張瀨戶‧常滑陶
瓷誌》，頁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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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已經提及此事，可惜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看到南投燒

的紅磚文物留存下來。陶器類的產品包括茶具、花盆、花瓶、擺飾物、餐具

等，產品品質相當高，在參加日本國內的博覽會時獲得很好的成績，所以經

營狀況也可能不錯。這類產品中都有文物保存下來，數量還相當多。這些作

品的圖片可參考南投縣立文化中心的《南投陶二百年專輯》（1995年）、國

立臺灣工藝研究所的《深度感動南投陶》（1999年）及南投縣民俗文物學

會的《臺灣早期民間工藝——南投陶文物風華》（2002年）等著作裡的

圖錄，以及各公私單位的典藏品。

至於在陶管方面，〈南投陶器所沿革 述及收支決算書〉中提到，1902

年臺中市區改正工程時，需要使用到大量陶管，這是促成南投陶器所生產陶

管最重要的因素。《臺中廳管內概要》記載：臺中市街改正計畫是明治33年

（1900）1月臺中縣知事木下周一所提出，要開闢寬達5間與10間的主要道

路，整頓道路、橋樑、下水道設施、以及土地整理等工程。33由於計畫規模

宏大，對於陶管的需求量很高。為此，明治34年（1901）5月臺中縣知事命

令書記到南投，要求南投陶器所務必製出陶管，承諾市區改正所需的陶管都

向南投陶器所採購。這暗示著南投陶器所成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即著眼於陶

管的龐大商機，陶管成為南投陶器所初期的主要產品之一。34現存於南投縣

政府文化局南投陶文物館典藏1件「南投燒」款陶管，即是實物上重要的證

據。

陶管在當時的日本也是很新的產品。明治時期，常滑當地的製陶家鯉

江方壽改良常滑過去當地稱為「土樋」的陶管，並獲得專賣權，在明治5年

（1872）用於東京與橫濱之間鋪設鐵路的排水系統。明治18年（1885），東

海道線鐵路新設，需要用到大量陶管，當局利用此機會解除鯉江家的陶管專

門製造權，使當地各窯戶競相製造陶管，成為常滑燒當時最重要的產品。35

33　臺中廳，《臺中廳管內概要》，（一）（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1919年版），頁301。
34　南投陶器所，〈南投陶器所沿革略述及收支決算書〉。
35　 松井武敏、安藤慶一郎監修，《常滑市誌．文化財編》（常滑：常滑市誌編委員 ，1983年），

頁4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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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管在臺灣也是全新的產品，在此之前沒有製作的經驗，由於技術上的

問題，南投陶器所雖然取得臺中縣陶管的買賣合約，卻發生製品廢損，燒成

率不到五成，交貨發生困難，乃至有違約的問題發生。36

（一）聘請龜岡安太郎到南投

為了解決陶管生產方面的技術問題，南投陶器所乃向官方請求協助。由

於陶管是政策上的需要，臺中縣知事乃轉向臺灣總督府請求支援，一方面獲

得總督府1,000日圓的補助金，一方面促成龜岡安太郎的來臺指導。龜岡安

太郎到南投時的月薪是55圓，37在當時算是相當高的待遇，而南投陶器所的

總資本額為3,000圓，因此官方補助的1,000圓決非小數目。龜岡安太郎來臺

又由臺灣總督府支薪，以公款支付私人企業員工的薪資，並不是常見的事。

其目的當然是為了讓都市改正的政策能順利進行，否則總督府沒有理由大手

筆支援一家私營的陶瓷廠。

由於常滑是當時日本陶管最重要的生產地，殖民政府當然會到常滑尋

找人才。依據龜岡的〈履歷書（一）〉，龜岡家族自古以來從事真燒38土管

與瓶類39的製造與買賣業，他自己也有在當地陶管製造廠「陶榮」工作的經

驗。因此，他對於陶管的製作技術相當熟悉，成為到南投指導技術的理想人

選，臺中縣才會聘請他指導陶管的製作技術，陶管即是經由龜岡安太郎將技

術引進南投陶器所。

（二）南投設立所謂的「技術者養成所」

由於南投當地沒有陶師能夠製作陶管，南投陶器所必須培訓新進員工才

36　南投陶器所，〈南投陶器所沿革 述及收支決算書〉（南投：南投陶器所，1902年）。
37　明治34年（1901）11月30日臺灣總督府給龜岡安太郎的派令。
38　 「真燒」是常滑當地陶器的用語，指燒成溫度較高，質地堅硬的石陶器（stoneware）製品，與燒

製溫度較低稱為「赤燒」的陶器是相對的名詞。
39　 此處「瓶類」指涉的意涵與一般花瓶的「瓶」字不同，讀作「カメ（KAME）」，相當於「甕

類」，製品的形制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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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充足的人力生產，因此在陶器工廠內成立一個部門，由龜岡安太郎指導

新進員工。〈南投陶器所定款〉中寫得很清楚，陶器所成立的宗旨在於養成

技術員工以及製造及販賣陶器、陶管與紅磚等產品。日本官方文獻上所謂的

「技術者養成所」其實就設在這家「南投陶器所」之內，目的在為工廠訓練

新進的員工，使生產工作可以順利進行。

 明治33年（1900）12月31日由臺中縣政府同時發給龜岡安太郎的兩份

任用令可知，他在南投陶器所一方面要指導技術，另一方面要培訓員工。

在劉案章40的口述中也提到，南投廳在南投成立「技術員講習會」，聘請龜

岡安太郎前來指導。龜岡安太郎為了教導學生，在牛運堀尾窯附近築了1個

「陶器窯」，和「技術員講習會」是同一個組織機構。這個「陶器窯」就是

在教學生時，所用的窯爐。41劉案章的口述和〈南投陶器所定款〉的記載相

同，只是他把官方所稱為「技術者養成所」說成「技術員講習會」而已。然

而他把「陶器窯」當作是「養成所」內的1個窯爐設備，而不知道這個「陶

器窯」就是1家陶瓷廠，這就與事實有相當大的差距。

龜岡安太郎在南投工作4年42之後，於明治37年（1904）回到日本。

〈陶磁器ニ關スル調查〉在敘述南投陶的發展時，稱龜岡安太郎為「技術

者」，又稱「技術者」歸國後，南投陶業面臨失敗的命運。43這意指龜岡離

開後，南投陶器所的經營可能就走下坡。南投陶器所在龜岡離開後還經營一

段時間才告結束。由於文獻資料缺乏，我們不知道南投陶器所結束的明確時

40　 劉案章（1909─2005）南投人。父親劉樹枝是龜岡安太郎的徒弟之一，後來在南投創立協德陶器
工場，又在魚池創立協德第二工場。他送劉案章到日本常滑學習製陶技藝，是臺灣最早赴日學陶
之人。劉案章回國後協助劉樹枝經營協德陶器工廠與魚池第二工廠，後任職北投金義和公司，退
休後回魚池從事陶藝創作自娛。筆者與劉案章作過多次訪談，從中得到許多寶貴的資料。

41　 陳新上，〈南投劉案章錄音訪問紀錄〉（1993年8月12日）；陳新上，〈南投劉案章錄音訪問紀
錄〉，1994.2.22；陳新上，〈南投南投劉案章錄音訪問紀錄〉（1995年4月13日）。

42　 寺內信一在《尾張瀨戶．常滑陶瓷誌》（頁150）中記敘龜岡安太郎在臺時間為5年，事實上他在
明治33年12月年底到臺灣，並不宜視為1年，而他在明治37年10月離臺，實際滯臺期間只有4年。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正。

43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陶磁器ニ關スル調查〉，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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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不過現存文物中，臺北市秋惠文

庫典藏一件鉛釉雲龍紋瓶（圖13），

上面有「臺灣南投」四方形印款，並

以白土鑲嵌的技法落上「明治四十二

年」（1909）的時間款。另1件私人

典藏的「延陵宗祠」香爐也有「臺灣

南投」方形印款，同樣以白土鑲嵌

的技法落有「明治庾戍」（43年，

1910）時間款。由於「臺灣南投」印

款是南投陶器所所使用，因此可以證

明直到1910年時，這家工廠還在經營

中。1910年可視為南投陶器所結束年

代的上限。

現存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的《工場名簿》中，最早的1份出版於昭和6年

（1931）。從歷年《工場名簿》的內容判斷，臺灣向公部門登記的工廠起始

年代都在大正時期。南投陶器所是頗具規模的工廠，在這些《工場名簿》中

卻都沒有見到這家工廠的資料，必然是因為在昭和6年（1931）已經結束經

營，所以才沒有向官方登記。再者，南投陶器所結束後，員工也告離開。龜

岡安太郎的徒弟中，劉樹枝於大正7年（1918）8月在南投創立「協德陶器工

場」。44因此，1918年可視為南投陶器所結束年代的下限。

南投陶器所關閉的原因不難推斷，主要仍然是技術上的老問題。前述南

投陶器所的3類產品中只有紅磚對於品質的要求最低，因此可以順利生產並

獲利。可是最重要的產品陶管就不是那麼簡單了。用於鋪設道路的陶管在品

質上有其荷重的物理條件，荷重強度不足的話，便無法應用。陶器要達到理

想的荷重強度時，燒製溫度必須要高。燒製溫度要高，坯土原料的品質必須

44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工場名簿》（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1年），頁1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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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否則必然會在燒成的過程中發生扭曲變形的危險。

南投陶土與常滑陶土的品質相去甚遠。依據《常滑窯業誌》，常滑燒

朱泥陶所用的水簸黏土的化學成分為：硅酸（石英）60.54%、礬土（氧化

鋁）21.04%、氧化鐵12.13%、石灰0.55%、苦土（氧化鎂）0.17%、加里

（氧化鉀）1.17%、曹達（氧化鈉）3.52%。45黏土原料中氧化鋁的成分決定

其耐火度。常滑黏土中氧化鋁的含量高達21%，使用溫達可達攝氏1,230度

左右，坯體可達石陶器的品質。這樣的黏土經由高溫燒出來之後，質地十分

堅硬而緻密，很適合真燒陶管的製作。

反觀南投陶土的品質就沒有那麼優良。依據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對

於全島的黏土資料，南投黏土的化學成分百分比為灼熱減量為8.48%、內水

分3.59%、硅酸（石英）62.76%、礬土（氧化鋁）17.88%、氧化鐵7.26、石

灰0.47%、苦土（氧化鎂）0.55%、加里（氧化鉀）1.51%、曹達（氧化鈉）

1.30%。46此一資料中，南投陶土的氧化鋁含量在17.88%，不算太低，然而

事實上恐非如此。同一資料中，北投黏土的氧化鋁含量只有15%與17%。

筆者認為南投土氧化鋁的含量不會高於北投土的15%，其燒成溫度在攝氏

1,050度以下，屬於低溫的陶土。這類紅陶土大都用來燒製磚瓦與傳統的水

缸陶甕之類的日用陶器，但如果超過這個溫度，會導致坯體歪曲變形的缺

陷。

燒製陶管不但超過傳統陶器的溫度，而且在裝窯時都要疊上3、4層（在

常滑要疊到4層）。陶管的體積很大，重量很重，如果坯土的品質不佳，在

高溫燒製時坯體會軟化變形，甚至有倒塌的危險。在〈南投陶器所沿革

述及收支決算書〉中，已經指出當時製品燒成率不到5成，致使交貨發生困

難，便可證明南投陶土不適合用來製作陶管。這使得陶管的市場大幅縮減，

經營狀況遠不如預期。

45　 松井武敏、安藤慶一郎，《常滑窯業誌  常滑市誌別卷》（常滑：常滑市誌編委員 ，1974

年），頁115-116。
46　古賀貞二，〈臺灣の陶器業（上）〉，《臺灣時報》，第124期（1930年3月），頁131。



156

65卷第4期

在陶器產品方面，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在日本時代的文獻資料討論臺灣

陶器時，日本人眼中的臺灣陶器都是「幼稚」、「粗惡」，品質極差，甚為

鄙視。因此龜岡到南投時，便引進常滑燒的另1個特產品朱泥陶，用於日用

陶器的生產。常滑燒的朱泥是將黏土作水簸處理，除去砂粒後，得到細緻的

石陶器（stoneware）質的原料，可用以製作朱泥急須（按：即側把茶壺）

與朱泥龍卷（按：即雲龍紋花瓶）。47他們看到南投的黏土含氧化鐵量也很

高，燒出來的陶器呈磚紅色，與常滑燒十分相似，因此也想要如法泡製，生

產朱泥陶。

如前述常滑的黏土品質很高，經過精製後，用來製造「急須」或「朱

泥龍卷」都十分適合。然而南投陶土則不然，因為品質的關係，無論製作花

瓶、茶具或餐具都很容易發生滲漏的缺點，無法達到實用上的要求。因此龜

岡安太郎想到在產品上施釉，以改善滲漏的現象。他求好心切，為了使產品

達到精緻美觀的要求，不使用南投傳統的鉛釉，而另外引進樂燒釉。這種樂

燒釉要應用在有色的紅陶坯體上，必須先淋上1層白色化粧土後，再施以有

色樂燒釉，才能顯現鮮明的釉色。然而樂燒釉是1種低溫鉛釉，而白色化粧

土的燒成溫度較高。此時又會遇到1個棘手的問題，要把化粧土燒到成熟溫

度時，樂燒釉已經過燒，會發生流釉的缺陷；若是只燒到樂燒釉的成熟溫

度，則化粧土成為不成熟的生燒。48在這種兩難的窘境之下，龜岡只能選擇

較低的溫度，把樂燒釉燒到成熟溫度，形成光亮平滑的釉層。可是這樣的燒

成方法會使化粧土因為生燒而無法與坯體緊密結合，經過一段時日後，便會

產生釉層剝離的現象。現存許多樂燒釉陶的作品都發生釉藥剝落的情形，成

為重大的瑕疵，便是在這種狀況之下燒成的結果。生產作業的不順利可能是

促使龜岡離臺返日的重要因素，也由於朱泥陶與樂燒釉陶的使用都發生技術

上的困難，因此在龜岡離開後，在本島人的經營之下，南投陶器所後期的產

47　 常滑市民俗資料館，〈茗壺．急須ノト〉，《常滑市民俗資料館 研究紀要》，XII（1998年），
頁115。

48　「過燒」與「生燒」是陶瓷燒製上的缺點，前者指燒成溫度過高；後者指燒成溫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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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又回到過去南投傳統的鉛釉陶。前述秋惠文庫所藏的鉛釉雲龍紋瓶與延

陵宗祠香爐都是這種新轉向的具體證據。後來劉樹枝創立協德陶器工場時，

便不再生產樂燒釉陶，而以鉛釉陶為主要產品，這應該是有了前車之鑑的結

果。也就是說，南投陶器所的陶器類生產無論是朱泥陶或樂燒釉陶也都不順

利。

總而言之，產業技術的引進必須考慮當地的物質條件，不能毫無條件的

橫向移植，否則很容易導致水土不服而失敗的結局，陶管、朱泥陶與樂燒釉

陶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主政者與投資者投入南投燒的生產時，都低估了陶管

與陶器生產在技術上的難度，沒有考慮到兩地陶土材料上與技術上的差異，

而將這些產品生吞活剝地移入，以致成為失敗的投資，使南投陶器所最後不

得不走向結束的命運。古賀貞二提到日本人最初對於本島的陶業都具有相當

的憧憬，有兩、三件投資額相當高的窯場投入生產，卻沒有留意到臺日兩地

製陶條件上的差異，即使有日籍優秀的技師，也在最初的一、兩年試製後，

無法得到預期的成績，而把全部投入的資金用磬，事業中止。49他指出新竹

窯業株式會社與北投窯業株式會社都是這種情境下的犧性者，而南投陶器所

何嘗不是另一個犧性者？

南投陶器所的規模相當大，結束經營後，窯場當然不會憑空消失。據

筆者的調查，其後續的經營者為張難。張難所經營的「南投製磁工場」位

於牛運堀，又稱南投「マルコ」，就是在1個圓圈內寫著日文「コ」字。據

張難的兒子張土城說：日據時代這裡是最早燒陶器的地方，一般居民稱之

為「頭窯」。在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的〈陶磁器ニ關スル調查〉中，這家窯

場稱為「南投製陶公司」與「張難陶器工場」，在古賀貞二的〈臺灣の陶

器業（下）〉也稱為「南投製陶公司」。該陶器廠昭和10年（1935）的事

業報告書（圖14）中，工廠名稱為「南投製磁公司」。這家工廠往來的舊

明信片上，有稱「マルコ陶器工場」，也有稱「マルコ製磁公司」者。從

49　古賀貞二，〈臺灣の陶器業〉，（下），頁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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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6年（1931）到昭和18（1943）年總督

府殖產局的《工場名簿》中，所登記的名稱

都是「南投製陶公司工場」或「南投製磁公

司工場」，負責人為張難，工廠成立的日期

是大正9年（1920）7月。無論是「南投製陶

公司」或「南投製磁公司」，它的名稱實與

「南投陶器製造所」使用「南投」為工廠名

稱有高度相似之處。在1931年的《工場名

簿》中，南投登記有案的陶器工場只有這家

工廠稱為「公司」的。這樣的工廠名稱與公

司組織都指向「南投製磁公司」的前身應是

南投陶器所。

據當地耆老李元的孫子李瑞朋說：頭窯

在張難以前就有人經營了。張難的兒子張土

城則說：張難的工廠本來是吳沛霖的。他提到吳沛霖是南投的名人，當時在

南投街經營礦油行，是地方上最富有的人。因為工廠的經營情況不好，所以

把股權讓出來，由工人和老闆各佔一半，合夥經營，老闆仍然是「沛霖」，

張難是「師傅頭」。因為工廠沒有獲利，所以工人聯合起來把工廠頂下來，

合夥經營。吳沛霖讓出經營權後，才遷居到名間鄉。陶師接手經營後，工

廠年年賺錢，因此牛運堀衍生出6、7家窯場，包括原來在張難的窯場擔任會

計的李元所出去經營的信成陶器工廠。多家陶瓷廠競爭的結果，使獲利減

少。由於張難有四個兒子，都有製陶的技術，人力充足，因此合夥人建議張

難把工廠頂下來獨力經營，成為最後的經營者。50這家陶瓷廠在1941年之後

的《工場名簿》改稱「製磁陶器工場」，負責人也改為謝通爐，即張難的長

50　 陳新上，〈南投曾文、白清琪錄音訪問紀錄〉（1994年2月22日）；陳新上，〈南投李瑞朋錄音
訪問紀錄〉（1994年2月22日）；陳新上，〈南投張土城錄音訪問紀錄〉（1994年2月22日）；
陳新上，〈南投劉案章錄音訪問紀錄〉（1995年4月13日）；陳新上，〈南投張土城錄音訪問紀
錄〉（1995年12月9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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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張土城的口述與吳煥京及吳棟龍的口述內容不同，但由於張土城一直住

在牛運堀，而且年紀也較長，又從事陶瓷事業，加上前述文獻資料的佐證，

因此筆者採信他所敘述的事實，認為吳沛霖後來成為南投陶器所的主要經營

者，並將窯場展轉讓渡給張難。張難的「南投製磁公司」經營到戰後才全部

結束。

分析過這些文件之後，對於有關南投陶發展的一些歷史要重新檢討。日

本時代幾份官方或半官方文獻資料都可以看到，當時的殖民政府都把龜岡安

太郎到南投來的事，當作殖民政府在臺的治績。為了提升南投陶業的技術，

總督府特別撥下補助金，成立了有如今天的職訓局性質的技術者養成所，招

募學徒，從日本聘請技師龜岡前來指導，並輔導業者改進技術，開拓市場，

而且績效良好，使南投燒聲名大振。這樣的說法一直為戰後研究南投陶瓷發

展的學者所引用，從來沒有質疑過。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從〈南投燒廣告〉和〈南投陶器所定款〉中都說明工廠成立宗旨之一

是在養成職工。在〈南投陶器所沿革 述及收支決算書〉和〈明治三十七年

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中，多次提到「徒弟」入所受訓與就業

的事實。林俊達給龜岡書信的信封上，地址也寫著「臺灣南投廳南投陶器

所」。可見由臺中縣成立的「技術者養成所」事實上是為南投陶器所培訓新

進的員工，而不是針對一般南投陶器工廠培訓技術人員，以普遍提升製陶技

術。

在劉案章的口述中，知道龜岡在南投時，成立了1個「陶器窯」。此點

在簡榮聰、蕭富隆與梁志忠等幾篇論著中都有同樣的敘述。然而在劉案章的

敘述中，使人將「陶器窯」說成1種「窯爐」的設施，加上日本時代的文獻

資料的誤導，而把「技術者養成所」理解為有如現在的專門職業訓練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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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陶器窯」理解為訓練班內的1種窯爐教學設備，而從來沒有想到那是1家

陶器工廠。從這些文件的內容可知，所謂「陶器窯」不是南投技術者養成所

內的1種教學設備，而是這家「南投陶器所」。這種誤解最主要的原因在於

大家都不知道當時的南投有這一家「南投陶器所」所致。

這種誤解的結果是把日本時代有關「南投燒」的產品歸屬弄錯。簡榮

聰、蕭富隆與梁志忠等人在幾篇論著中都依據劉案章的口述，指出當時在

南投幾家窯場之中，使用「南投燒」之印款者只有劉樹枝創立的協德陶器

工廠1家而已，因而把這些南投燒的作品都歸於劉樹枝所經營的協德窯所生

產。51然而從龜岡安太郎的留下來的文件，並檢視現存南投陶文物時，就會

發現這樣的論點有待商榷。首先，〈南投燒廣告〉的發出者是「南投陶器製

造所」，文宣中很明確地把自家生產的陶器稱為「南投燒」。這份廣告證

明，所謂的「南投燒」即是「南投陶器製造所」的產品。劉樹枝離開「陶

器窯」之後，曾經到臺中大甲東的窯場工作，到大正7年（1918）才回到南

投創立「協德陶器工場」，52距離1899年「南投陶器所」成立的時間已有20

年。這使人很難相信「南投陶器所」會沒有文物留傳下來，必須等到協德窯

創立之後，才生產南投燒作品。因此現存南投燒的作品應有一大部分屬於

「南投陶器所」的產品，是很顯然的事實，不應把「南投燒」的全部文物都

歸於協德窯。

從這些文件中可知，龜岡安太郎在南投不是公部門聘來指導一般的陶瓷

技術人員，而是專為南投陶器所培訓新進員工的技術者。他的到來也不是為

全部南投廳境內的陶器業界改良品質，拓展銷路，而是為南投陶器所技術指

導，並開發新產品。他在南投陶器所不只是一個技術指導者，更是重要的合

51　 簡榮聰，〈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發展〉，頁18；蕭富隆，《泥土的故事－南投陶發展與變遷
概要》，頁18；蕭富隆，〈日據時期劉家「南投燒」〉，《南投文獻叢輯》，第38輯（1993年
6月），頁13；蕭富隆，〈臺灣本土陶瓷工藝耕耘者劉案章－兼談日據時期劉家「南投燒」特
色〉，《藝術家》，第213期（1993年2月），頁375；梁志忠，〈南投陶沿革〉，頁6；梁志忠，
〈浴火鳳凰歷久彌新－南投陶〉，《深度惑動南投陶》（南投：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1999

年），頁33；梁志忠，〈南投陶歷史沿革與文物藝術特徵〉，頁35-36、104。
52　蕭富隆，〈日本時代劉家「南投燒」〉，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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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股東之一。這樣的事實都與過去我們所理解的官方與劉案章的說法相去甚

遠。

南投陶器所的成立有許多令人不解的地方。依據〈南投陶器所定款〉，

此陶瓷廠的總資本額定為3,000圓，在〈南投陶器所沿革 述及收支決算

書〉中，實際募得的總資本額為2,692圓，而在〈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南投陶

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中，全部股東的出資總額為2,735圓。依據古

賀貞二的〈臺灣の陶器業〉及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的〈陶磁器ニ關スル調查〉

1901（明治34）年總督府給臺中州的補助金為1,500圓。53然而在《南投陶器

所沿革畧述及收支決算書》提到陶器廠以吳銘元等9人的名義向臺中縣申請

到的補助金數額卻只有1,000圓，中間有500圓的差距。筆者推測，由於龜岡

安太郎的月薪為55圓，由總督府支付，這500元可能是作為龜岡的薪資補助

款。無論如何，如果南投陶器所成立時的實收資本額只有二千六、七百圓，

而南投陶器所從臺灣總督府得到1,000圓的補助金，超過工廠總資本額的三

分之一，決非小數目。殖民政府以公款補助並支付私人企業員工的薪資與獎

金，是很不尋常的事。臺灣一般的陶瓷廠都是家庭式的獨資工業，企業主絕

大部分都是具有專業技術的陶師。而南投陶器所的股東達30人左右，這些人

大都是地方士紳富賈。他們幾乎都沒有製陶經驗，卻都同時投資陶瓷廠，又

不太在意工廠的經營，這樣的股東成員在當時全臺的陶瓷界都是很奇怪的

事。

這個疑團可能要從〈南投陶器所沿革 述及收支決算書〉的資料中尋

求答案。這份文件指出南投陶器所成立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執行臺中市街道改

正工程的政策，需要用到大量的陶管，因而在臺中縣的主導之下，邀集地方

士紳出資，共襄盛舉所得的結果。這種為了配合政策需要，而要求地方士紳

支持的情形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臺灣並非特例。矢內原忠雄在《日本帝國

53　 古賀貞二，〈臺灣の陶器業（上）〉，頁121；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陶磁器ニ關スル調查〉，
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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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之下的臺灣》1書中，即清楚地指出「臺灣不但是日本的投資地，同時

也是日本有益的吸資地。」在政策的需求之下，許多臺灣的事業都由殖民政

府委託地方廳長以下各支廳長等不遺餘力地多方「勸誘」。其中出資者大都

為臺灣人，而經營實權與利潤主要獲得者則為日本資本家。54因此，筆者相

信，南投陶器所的成立即是為了執行臺中市街改正政策上的需要，而由臺中

縣政府主導，「勸誘」地方士紳參出資而成立。由於工廠成立後，缺乏技術

人員，在經營上發生問題，因此才由臺中縣出面，向當時的兒玉源太郎總督

求援，促成補助金的撥放與龜岡的聘請。這應是總督府撥發補助金與地方士

紳參與投資背後真正的原因。

南投陶器製造所經營的時間並沒有很久，龜岡安太郎在南投4年之後即

於明治37年（1904）10月回到日本。南投陶器所在龜岡離開後，估計繼續

經營不超過15年即告轉手。其原因應與陶管、朱泥陶及樂燒陶等產品燒製的

失敗有關。南投陶器所在龜岡離開後，他所開發出來的產品後來在南投除了

有劉樹枝的協德陶器工場短期製作之外，55幾乎都不再生產，而回頭生產南

投傳統陶器。也就是說，龜岡安太郎在南投所開發出來的產品基本上是失敗

的，對於整個南投陶瓷的生態而言影響並不大。這與日本官方文獻上所宣稱

他們如何「改良製品，擴張銷路，使南投燒一時名聞中外」的說法大相逕

庭。這種對於特定陶瓷廠的補助與輔導，卻被統治者誇飾為對於整個南投地

方陶瓷產業輔導的政績，並視為統治者對於被殖民者的恩典，實為統治者對

於殖民地誇耀與籠絡的一種官樣文宣品，而沒有太大的實質的意義。

雖然清代以來南投就有頭、中、尾窯等陶器工廠的說法，然而實際上到

了日本時代初期一直都沒有窯場存在的史料，直到昭和初年才有6家窯場的

記載。從〈南投燒廣告〉的內容看來，明治時期成立的南投陶器所可能是當

54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之下的臺灣》（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
會，2007年），頁61、119。

55　協德陶器工場在劉案珍經營期間，又回頭製作傳統水缸陶甕之類的產品，不再生產小型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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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南投唯一具有規模的陶器工廠。南投陶器所的後續經營者為張難的南投製

磁公司，據當地耆老的說法，南投製磁公司為當地6家陶器廠最早的1家，其

後才由這裡的陶師出去創業，變成多家窯場的出現，形成新的產業競爭。因

此南投陶器所可視為日本時代南投陶的源頭，具有開創性的地位，其重要性

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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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tudy on Nantou Pottery Factory

Hsin-shang Chen

Abstract

The documents for Nantou, a county situated in central Taiwan, ceramic 

history are deficient, only a few similar ones remain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he 

documents, there were some descriptive mistakes found in past theses. The author 

obtained some original documents for Kameoka Yasutarō, a Japanese ceramic 

master, from Tokoname, in Aichi Prefecture, Japan. By reading these documents, 

the author rebuilt the history of The Nantou Pottery Factory, a ceramic factory 

that was unknown before. We can hence revise some of the misunderstandings for 

the history of Nantou ceramic history. The paper proved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Kameoka’s coming to Nantou was for helping The Nantou Pottery Factory other 

than for the whole Nantou area ceramic industry, the so-called The Apprentice 

Training Class was turned out to be only a place inside the Factory to train the 

new employees, and some of the pottery work existed nowadays were produced 

by The Nantou Pottery Factory instead of Xiede Pottery.

Keywards:  Nantou ware, Kameoka Yasutarō, Nantou Pottery Factory, Apprentice 

Training Class, Xiede Pottery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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